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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三个博士头衔，伯克利大学的数学博士；哈佛大学的政治经济学博士；现在 

您又多了一个中国政治犯博士。 

 

   

 

李：首先，我祝贺您回到美国，与家人团聚。五年的监狱，您受了许多苦，中国的 

监狱不是那么容易坐的。但是我想，您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对回去后可能被 

捕、坐牢有精神准备，否则不会回去。常人很难想象，中国专制、黑暗是谁都知道 

的，您贸然回去不是自投罗网吗？您能说说，您当时为什么要回去？您回去后对被 

捕、坐牢是怎么想的，比如当时您估计他们可能判您多少年，会遭受怎样的审讯和 

虐待？ 

 

  

 

杨：当时，国内劳工运动兴起，特别是东北地区。我觉得国内民间维护自己权益的 

大势要开始兴起，要回去的感觉非常强烈，觉得非回去不可。那股劲头儿就像 1989 年。 

 

  

 

李：我记得您是 1989 年，特意由美国赶回中国参加民主运动，并亲身经历了“六 

四”，由此改变了您一生的道路。 

 

  

 

杨：是的。我的理想是推动中国的民主进步，因此我需要回到中国去，并且也一直 

在等待时机。2000 年前后，我个人的学业、工作、生活已告一段落，那个时期我也 

写了一些关于非暴力抗争运动的文章。接着，中国劳工运动兴起，尤其东北地区， 

我觉得这是大趋势，会引起连锁反应。后来事实证明也正是这样，维权运动在全国 

展开，越来越多的维权律师也介入其中。因此，在那个时候我应该回去，先回去再 

说，至于怎么回去，回去后会怎样，都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是可以承担和解决的。 

 

具体点说，我当时回去有三个目的，这三个目的都是很清晰明确的： 

 

1、我回国入境是非法行为，没护照吗。1989 年后，中国大使馆就拒绝给我的护照 

延期。我此次回去，就是要以非法形式凸现公民抗命运动。你不让我回去没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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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要以非法的形式抵抗你。公民以“违法”抵制恶法，同时愿意接受法律的制 

裁,这就是甘地的“公民不服从运动”。 

 

2、我很关心劳工运动，和各地劳工有许多联系，也和他们讨论一些问题。我有几 

篇非暴力抗争的文章就是应他们的要求，特别为他们写的。对于中国劳工运动，我 

需要做一个考察，亲身了解、参与，和劳工们实际结合到一起。 

 

3、通过我个人的行为，鼓励更多的人回去，从事民主运动。海外有许多异议者， 

被阻止回国；而他们只有回到中国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我们需要打破中共的封 

锁，回到自己的国家，从事民主运动。 

 

  

 

李：您冒险回国实际是非常理性的，可以说是深思熟虑。 

 

  

 

杨：我回去的计划设计得非常周密，由入境到出境，对许多情况都作了设想。比 

如，用假护照在北京入境，就是反复考虑过的。北京是警备最严密的地方，我揣摩 

了边检的心理,我把护照一亮, 大摆大摇地进去,他们不可能察觉。再比如，我由云 

南西双版纳出境，如何进入缅甸,谁在那边接应，再如何进入泰国，在那边住哪 

儿，也作了周密的安排。 

 

  

 

我当时判断是：我回去被捕的可能性很小；就是被抓，最多也就是关上两、三年， 

或者一、二年。我希望自己顺利地进去，顺利地回来，我对此很乐观。实际证明， 

我的判断、决定和计划是对的，也是成功的。我在大陆, 由进境到被抓前, 都很顺 

利, 他们一点都没察觉。再如，我被关时期当局有四次要放我，其中一次我连出去 

的衣服都穿好了，但突然又不行了,这说明他们本来有放我的打算，但发生了意外。 

 

  

 

李：那您是怎么被捕的呢？ 

 

  

 

杨：我被捕是偶然的，是由于一个小差错，如果没有这个小差错，我会非常成功。 

审问中，他们曾对我说：“我们险些让你成功了。” 

 

我被捕是由于用了一张假身份证，为了住店、旅行方便。对这张身份身份证，我千 

叮咛万嘱咐一定不能出问题，他们说没事。在内地，我用这张身份证很顺利，确实 

没问题。但出境的时候出了麻烦。因为云南贩毒很是猖獗，所以边检特别严格，警 

察训练有素。我是在西双版纳出境，在那边检查出这是假身份证，于是我被扣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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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这么说您是被当作贩毒嫌疑犯被抓的了？ 

 

  

 

杨：是这样。开始，我抵赖说不知道这是假身份证，只是为了方便让人办了一张， 

并声言我是由美国回来教英文。他们看了我的美国护照，入境手续也合法，因此就 

相信了，对我还挺好，准备让我交点罚金，就放我走。可是，他们在我的笔记本中 

发现了我采访劳工运动的笔记，有近 100 人的采访记录，于是他们起了疑心，报到 

了省厅，省厅又报到公安部。公安部一查，什么就都清楚了。 

 

  

 

对于被捕，我并不是很紧张，因为有准备。回来时，不仅对坐牢有准备，对发生一 

些意外也有考虑，比如工人运动起来了，政府镇压，在现场如何防备暴力伤害等等。 

 

  

 

李：您入狱后，您的家人，特别是您的父母、妻子、儿子受了许多苦，他们承受的 

不下于您。政治家和一般人有点不一样，就是他们有特殊的承受力。在中国做一个 

异议者，大概需要有坐牢的准备；但是自己受苦和让家人受苦不同。一般地说，中 

国的异议者对自己坐牢还能承担，但是牵累家人这一关则很难过，这是他们的软 

肋，是他们最痛苦的事。您能就此谈谈您的经历和感受吗？以及您如何对待？ 

 

  

 

杨：这是个痛苦的问题，也是所有良心犯的感情困境，这是个两难，并且无解。作 

为良心犯，抗争是我们个人的选择；我选择，那么当然我就要承担后果。面对专制 

权力，一个不同政见者必然会遭受迫害，这是谁都清楚的。但是个人坐牢和牵累家 

人是两回事。对于一个成熟的不同政见者，他可以去坐牢，因为这是他个人的选 

择。但是良心犯的家属却不一定愿意介入政治，而他们却被牵连，担惊受怕，受苦 

受难，没有了正常的生活。 

 

出狱后，我见了不少坐过牢的同仁，他们都有这个困境，他们最深的痛苦不在自 

己，而是给家人带来的牵累，父母、妻子、子女等等，他们内心深处为之愧疚。他 

们的家人不仅直接遭受警方骚扰迫害、失去亲人的痛苦、及生活和经济上的难处， 

而且还受社会歧视、抬不起头，实在很不幸。我还见到一些同仁，他们很英勇，随 

时准备去坐牢，他们不担心自己，但是他们为家人忧虑，不知道自己一旦入狱，家 

人将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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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困境没法解决，或者放弃事业，或者让家人受苦。就我的体会，既然不能解 

决，那我们就尽可能地将困境缩小一点。1、我们平时要多给家人做些解释，让他 

们理解我们的事业，争取得到他们的支持和认同。当然，这是很难的，就是真理解 

了，一旦出事也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但是说总比不说好，起码他们精神上不会意 

外，也会平静和坚强一点。2、再，我们做事情要尽可能地谨慎，设计得要尽可能 

地周密，缩小代价。同时，同仁、社会要有营救准备，一旦谁入了狱，能马上传出 

消息，有律师辩护，得到社会乃至国际上的呼吁。外界的营救很重要，我这次回来 

就想建立一个对国内入良心犯的营救系统。不论谁入了狱，都有人呼吁帮助。3、 

尽量减少对监狱的恐怖。过分渲染监狱的恐怖，效果不是很好。一般来说，家属最 

担心的是亲人在监狱受苦，如果他们觉得你在监狱中的处境好一点，不是那么可 

怕，那么他们的心境也就好一点。 

 

  

 

李：你入狱后，我常常看到你的妻子傅湘的消息，她的抗议、呼吁等等，这些年她 

一直为你的事奔忙。她真不容易！ 

 

  

 

杨：当然。我走的时候，她帮我收拾了行李。当时她并不情愿我回国，但又认为我 

做得对。她对我做的事基本还是支持的。她受过教育，很坚强，也很能干。她是加 

利福尼亚大学的数学博士，在哈佛医学院任职。我入狱后，家里的经济负担就落到 

了她一个人的头上，她要工作，有自己的事业，还要抚养家庭，教育孩子，特别是 

孩子正在成长期，有时不听母亲的话，父亲又不在，她是又难又急。并且她还要营 

救我，我入狱后，这成了她生活的中心，她要跑国会、求见议员，联络各种 NGO， 

不停地写信，请媒体呼吁，还要抗议中国政府，甚至和全家到大使馆前绝食。 

 

  

 

这些年，她着实受了不少苦。一个政治犯的妻子还不同于单亲母亲，她承受的要多 

得多。她一直挺着，而我一出狱，她的精神突然就垮了,觉得太累了，厌倦了…… 

 

  

 

李：这是因为，这些年她的压力太大了，精神甭得紧紧的，盼着、等着，你终于出 

狱了，她的心理一放松，突然就不行了。 

 

  

 

杨：就是。这些年她是靠意志在坚持，她承担得太多了，超出了一个正常女人的担 

当。出狱后，我在中国“自由”了四个月，有段时间，我们天天通电话，谈得非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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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我希望有机会能采访一下傅湘，让人们对中国政治犯的妻子能有更多的了解。 

人们有理解才有同情和支持。我知道，你们杨家是个大家庭。除了你的小家庭之 

外，你的大家庭也为你入狱受了很多苦。比如，您的父亲在您入狱后，就由美国赶 

回中国，要去救您，而最终死在中国，死前他也没能见到你。 

 

  

 

杨：我父亲是个生命力很顽强，很乐观的人。他在 80 岁还在盖房子，在 90 岁还在美 

国为我修房子，你可以想见他是怎样的人，他一向精神很好。我入狱对他打击很 

大，他当时已经近 90 岁了，一定要回中国去救我。他也曾在中国做过官，以为他走 

走关系就能把我弄出来。这哪儿可能啊！ 

 

  

 

李：您父亲 2005 年底过世，他的死是否和你被捕有关系？ 

 

  

 

杨：没直接的关系，但是有间接的关系。我入狱让他很着急很伤心，这损伤了他的 

身体，他回中国也是为了我，否则他可能还会多活几年。他死时 95 岁了，死于中 

风，走得很平静。他中风后去世前，非常想见我，但是当局没有批准。我的事对我 

的母亲打击更大些。她是一般的家庭妇女，虽没什么文化，但对很多事情敏感,看 

法很多,相当部分是对的。我入狱后，她的身体每日愈下，睡不着觉，心脏病、肾 

病都加重了，提到我，她常常就哭哭啼啼。她也参加了对我的营救，包括在中国大 

使馆前的绝食抗议。我出狱，她很高兴，精神也好多了，我返回美国后，她还参加 

了美国国会为我举行的记者会。她说，她为儿子感到光荣。这让我很宽慰。 

 

  

 

李：我在网上看到了报道，也看到了老人家和议员握手的照片，她是很慈爱的母亲。 

 

  

 

杨：我需要好好照顾她。我曾有许多计划，但是有的不能做，原因之一是考虑到家 

庭。家庭的确是政治犯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为我，连我大陆的哥哥姐姐们都卷入了 

进来，为营救我，他们全力以赴。特别是我的大姐，她对我有特别的感情，我在狱 

中，她无时不惦念，就怕我在里面挨打受苦，几年下来，她的精神几乎崩溃。 

 

  

 

李：我记得胡平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希望坐过牢的人把自己的经历写一写，这对 

以后再坐牢的人会很有帮助。随着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以后坐牢的人会越来越 

多，因为参加的人会越来越多。这是您第一次坐牢，我想问一下在您刚刚被捕的时 

候，有没有恐惧感？您是如何对付它的，您当时怎么想？怎样克服心理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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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胡平说的很重要。坐牢也需要经验，如果事先能得到经验，那么我们坐牢就会 

少失误，也少受些苦。我入狱后就感到，回国前应该找坐过牢的人取取经。我对坐 

牢有准备，也有不少防范和设想，但临到实际还是缺少经验。 

 

  

 

我在云南边境被捕时，开始没什么恐惧，就是挺沮丧，马上就离境了，功亏一篑。 

我回国是为了鼓励更多的人回去，但我一被抓，大家倒不敢回去了。再，我还有点 

好奇，你们抓了我，看你们下一步怎么办？我由边境被带到昆明，在云南公安厅， 

他们对我很客气，没戴手铐。由昆明，他们押我上飞机到北京。一下飞机，四辆黑 

色轿车等在那儿，当下就给我戴了手铐，然后蒙上眼，押上车。这时我感到了恐 

怖，因为我不知道要把我带到哪儿，他们要对我怎么样。 

 

  

 

车开了好久。之后，我被关到一个九平米的牢房，有两个犯人陪我，因为他们担心 

我自杀。这段时间，我比较恐惧，不知道会不会从此与外界失去联系。最可怕的， 

就是与世隔绝，完全在秘密状态，那样他们就可以对你任意所为。 

 

  

 

李：您这话让我想到，为什么要有言论、新闻自由。你这段恐惧的心理持续了多长 

时间？ 

 

  

 

杨：有一段时间，不是很长。后来一个犯人悄悄告诉我，这是秦城监狱。恐惧消失 

后，随之而来的是焦灼，家里怎样？孩子怎样？他们将关我多久？长期关押，我的 

精神会不会出现问题？会不会丧失思考、语言能力？ 

 

  

 

李: 秦城是关大政治犯的地方。中国当代许多大政治犯都曾押在那里。您的案子是 

当时中国的大政治案了……。 

 

  

 

杨：算是大案吧。后来，我见到了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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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您的律师是莫少平吗？他挺有勇气，专为政治犯辩护。在中国，政治案中律师 

有用吗？ 

 

  

 

杨：是莫少平，他是很好的律师，我很感谢他。在中国的制度中，我们这样的案 

子，就审判的结果律师起不了什么作用，司法不独立嘛。但是律师还是很重要，他 

可以使狱中政治犯和外界保持沟通，将你的处境、要求传达给外界，同时也将外界 

的消息——有关你案子的公共舆论、呼吁告诉你。政治犯在监狱中，最可怕的是失去 

外界联络，与世隔绝。再有，律师代表法律，是对不公正审判的监督，律师体现法 

律程序，他会给法官、检察官带来压力，更重要的是律师会给历史留下见证。因 

此，在政治案中律师还是重要的，政治犯需要和律师配合好。 

 

  

 

李：还有，律师对政治犯的心理也会有所支持。 

 

  

 

杨：是的。见到律师，我就踏实了，觉得与外界有了联系，不再孤立，而且无论怎 

样，他们还要走一个法律程序。于是，我就开始规划我监狱中的生活，想办法以得 

补失，比如如何读书、锻炼、写作等等。监狱中是时间充分，物质贫乏。因此，坐 

牢的人常常有无数的计划。 

 

  

 

李：你是顽强、乐观的人，继承了你父亲的基因。再，我知道您是基督徒。您的信 

仰对你克服恐怖有帮助吗？ 

 

  

 

杨：有帮助，并且很重要。向上帝祷告后，内心就会平静，就会有信心。我的祷告 

是这样的：“上帝，你知道这一切。这一切都是你的安排。这里有你的美意。你指 

引我，为我开路……”。人是很有限的，也很软弱。我们不能只从人的角度看待所发 

生的事情，许多事情，从人是看不清楚的。比如，坐牢是对我的惩罚，从人的角度 

看会觉得很沮丧，但是如果用神的眼光看，这是上帝对我的磨练，有他的美意和安 

排。这样想，坐牢就不是忍受不的了，而是上帝给你安排的命运。因此，我们需要 

依靠神，借助神的眼光和力量。如果我们把自己交给上帝，那我们自己就再没有什 

么可恐惧和忧虑的了。 

 

  

 

李：人在某种环境中，他的心态是很重要的，它决定你怎么对待所处的人和事，同 

时这也决定别人怎样对待你，还决定你生活的状况。你觉得，一个政治犯应该以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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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心态坐牢呢？ 

 

  

 

杨：这个问题很重要。我觉得要用平常心，保持你人格的一致，不卑不亢。前几个 

星期，《北京之春》杂志为我在纽约举办了一个欢迎大会。会上，胡平讲话说“欢迎 

英雄杨建利归来”，当时我恨不得把头藏起来，想胡平是有智慧的人，怎么说我是 

英雄呢？我哪里是什么英雄，人都是很软弱的。我确实觉得我不是英雄，只是个常人。 

 

  

 

在监狱中，不要陷于英雄情结，千万别模仿电影、小说的英雄人物，那是很害人 

的。不要扮演什么，你就你，一个普通的人，有你的血肉情感，也有你的信念。你 

要放平自己的心态，要这样想，我这几年是来监狱过日子的，一天天地过。你要尽 

量安排好自己的生活，要把小日子要过得好好的，要有所收益。如果你总是想自己 

是英雄，就会每天陷于紧张状态，那样人是受不了的，时间长了精神会扭曲，甚至 

崩溃。 

 

  

 

李：我听坐过牢的人讲，犯人进了监狱倒踏实了，难挨的是看守所   和审讯。审 

讯是办案件中重要的一环，犯人应对得好坏，有时会决定自己的命运。就你的经 

验，在审讯中，政治犯应该如何应对，比如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时候应该 

保持沉默？如何保持？在审讯中，有什么应该注意的和避免的？ 

 

  

 

杨：我在秦城关了八个月，之后转到看守所。我经历了一百多次审`讯，有些经 

验，也有些教训。 

 

  

 

首先，要消除对审讯的恐惧。一般地说，中国目前的审讯中，他们对政治犯不大敢 

施用刑罚。政治犯不同于刑事犯，他们大多有法律知识，并且也有外界关注。但 

是，如果警方在审问中施刑虐待，那就要抓住不放，不要怕他们，要坚持抗议、上 

告，这只会有好处。 

 

  

 

再，在审讯中要保持沉默。法律规定，人有沉默权。什么都不说，零口供，只管让 

他们照掌握的证据去判。共产党的政策向来是坦白从严，招供只有坏处而无好处。 

再，要尽量少说话，言多语失，你说话越多疏漏越多，他们会将你的无意中的疏漏 

当作犯罪的证据。还有，如果你什么都不说，会缩短案子审理的时间，否则就会延 

长。他们会抓住你说的话，去研究调查，于是案子的审理就会被拖延。而对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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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案子审理和在看守所的时间越短越好。 

 

  

 

我的教训之一就是和审讯人员聊天太多了。审讯人员问不出口供，就会和你闲聊， 

他们什么都聊。其实，你没必要和他们聊天，徐文立也说审讯中他闲聊太多了。 

再，他们收集到一摞我写的文章，要我签字。我认为是我写的，因此就签了，实际 

不应该签。我承认文章是我写的，那么他们就反复研究这些文章，找出其中的问 

题，去核实调查，这样就拖延了案子的审理时间，而且他们用这些为你定罪。 

 

  

 

审讯中，还有几个问题要注意。在审讯中，他们会有意摧毁你的心理，而且会做得 

很巧妙。比如，他们会说“你这辈子就呆在这里了。”“你至少判十年。想想，十年 

后你还能干什么？是搞政治啊，还是研究经济？那时，什么都轮不到你了。”再， 

他们会利用你的亲情心，打击你。比如，他们会说，现在你的父母、孩子有些麻 

烦，他们的情况我们不便告诉你。还有，他们以种种方式摧毁你的政治信念。比 

如，他们会说，你以为你如何啊？看看你们那些搞民运的人，你入了狱，他们幸哉 

乐祸，他们把那些骂我的文章，印出来给我看。当然，他们还会以种种手段，对你 

进行诱供。在审讯中，对这些都要加以警惕。 

 

  

 

李：政治犯在狱中，每天和警察、监狱看守或干部打交道，而他们通常对犯人很恶 

劣，常常进行虐待。您谈谈政治犯如何与他们相处？如何对待监狱中的酷刑和虐待？ 

 

  

 

杨：首先，要清楚我们反对的是中国的专制制度，我们需要将专制制度和其中的一 

般工作人员相区别。公安也好，审讯员也好，监狱的看守和干部也好，要理解他 

们。他们也是人，他们有他们的困境。他们做的，未必就是他们想做的。一般地 

说，他们不一定非和你个人过不去，他们吃这碗饭，得交差。要理解这点，因此不 

要和他们个人较劲儿。对他们不卑不亢，不怕他们，但也要避免不必要的冲突，你 

有你的一定之规就是了。如果和他们个人较劲儿，就容易结私怨，那就会给自己增 

加许多麻烦，你在监狱的日子就会更难过。 

 

  

 

当然，你有底线有原则，这不能退让。比如，他们施刑虐待，那就要强硬，要抓住 

不放，上告到底。警察、看守也不都恶劣，也有的挺善良。我接触过一个看守，就 

很有同情心，善待犯人，特别是对法轮功，因此他很受大家尊重。当然，也有很坏 

的警察、看守，他们随便侮辱、虐待犯人，对他们不能软弱，要抗争。比如，二监 

有个很坏的警察，总是虐待犯人，我就联合狱友共同对付他，最后迫使他收敛。 

 

Un
Re

gis
te
re
d



  

 

监狱毕竟是特殊的地方，中国监狱更不说，侵犯人权的事情比比皆是，一天二十四 

小时不断。对于监狱中的虐待、侵犯人权，我们不能事事都管，没这可能，否则我 

们每天就都处于战争状态。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对监狱中的非法虐待无动于衷，民 

主就是要维护人权，我们走到哪，就要把人权的工作做到哪。但是，我们要看得 

准，要抓住大事要事，而且它是你能做的，占理，能有成效。比如，我在看守所期 

间，犯人们每天要“坐板”，上午两小时，下午两小时…… 

 

  

 

李：什么是“坐板”？ 

 

  

 

杨:就是让犯人直身坐在凳子上，面对墙，不许转头，更不许说话，一动不动。如 

果动一动就要惩罚你，而且有的看守就此找麻烦，收拾犯人。我清楚这是体罚，决 

定抵制。一天，我找到副所长，对他说“明天我不再坐板了，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 

办。”他问：“为什么？”我说：“联合国‘反酷刑’协议规定，让犯人保持一个姿势 45 

分钟不变，就是体罚。中国是联合国‘反酷刑’签署国。‘坐板’是体罚，你们虐待犯 

人，违反法律。”他很吃惊，说“我们商量商量。”之后，看守所就取消了“坐板”， 

把它改为学习。对于监狱重大侵犯人权事例，你要抓住一、两件，迫使他们解决。 

 

  

 

李：在监狱中，软弱了不行，但事事硬抗也不行。在监狱中，这是实际斗争，不仅 

是道义问题，需要有理有利有节，要讲究效果和可能。 

 

  

 

杨：中国监狱很黑暗，我们不可能完全改变，能做的很有限，但我们能做一点是一点。 

 

  

 

李：你在监狱中，遭受到没有刑罚和虐待？政治犯遭到刑罚和虐待，应该怎样办？ 

 

  

 

杨：我在监狱中遭过打，也蹲过小号。我由秦城监狱转到看守所，刚到那里，下面 

的警察不知道我的案子。监狱规定不能冲冷水澡，但他们宣布狱规的时候，由于广 

播喇叭坏了，我没有听到。所以，到看守所第二天，我冲了冷水澡。警察很生气， 

让我坐在椅子上反省。我坐在那就开始祷告。看守见我嘴里嘟嘟囔囔，认为我是不 

服，就喝斥让我住嘴，但我继续祷告，并严正告诉他们：“我有信仰的自由，有祷 

告的权利”。到了晚上，来了四个警察，他们说你刚来就抗上，非收拾你不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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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要给我来个下马威。他们将我带到审问间，扭住我的胳膊，把我按倒地上，施加 

警棍。事后，我郑重地告诉当局，这是施刑，是违法的，我要告你们。我记下了几 

个警察的警号，将事情告诉了律师，并表示要起诉，也要律师和我的家人对外公布 

我在监狱遭受虐待。开始，我的家人还不想将此事公开，担心他们报复，我在里面 

会受更大的苦。但我坚持，一定要公开。看守所见我非常强硬，怕把事情闹大，就 

一再向我道歉，表示以后不会再发生此类事情。以后，在那里也的确再没发生类似 

的事。 

 

  

 

政治犯在监狱遭到刑罚和虐待，就要坚持上告，一告到底，并且要对外公布。在 

此，政治犯本人和家属都不能软弱。 

 

  

 

李：您说的对外公布，就是媒体报道。外界呼吁对政治犯很重要，要有公共，乃至 

国际的舆论监督和压力，才能改善政治犯的处境，否则对政治犯的迫害就会成为黑 

箱作业，想怎样就怎样。但是，许多政治犯的家人、亲友不愿把消息公布出来，特 

别是向海外，他们担心遭到报复，加重罪名，当事人会在狱中受更多的苦。您对这 

个问题怎么看？ 

 

  

 

杨：我的家人也曾有这样想法，很自然。但这是错误的，要改变这种想法。而且狱 

方也常常吓唬政治犯的家人说；“事情闹大了就会加重犯人的罪过，他在监狱中的 

处境会更糟糕”等等。他们是说反话，他们担心虐待的消息捅出去，舆论会谴责， 

上级也可能会处罚他们，所以他们要阻止政治犯的家属与外界联系，发出声音。因 

此，家属不能软弱，一旦发生刑罚和虐待，一是找律师上告，不依不饶；再是要公 

开，消息传播得越广越好，有海外报道比没海外报道要好。只要有舆论就有压力， 

有压力就有效果。即使是一般刑事犯家属在外面“闹”，也会有压力有效果。对于监 

狱中的刑罚和虐待，一定要抗争，抓住他们违法，一争到底。 

 

  

 

监狱的警察、看守、干部常常虐待犯人，但是他们对政治犯还是有所顾忌。他们也 

有软肋，监狱作为执法单位，如果他们搞刑罚虐待，受害者紧抓不放，上告上访， 

诉诸海内外，那么迫于舆论压力，上级单位就很可能追究，他们会将肇事者当为替 

罪羊，或处罚或降职，甚至法办，以平息舆论。我们要抓住他们的这个弱点，充分 

利用舆论，形成压力，让他们不敢对政治犯轻易下手。 

 

  

 

李：中国的政治犯和刑事犯关在一起，狱方也常常有意让刑事犯监视政治犯。您认 

为政治犯在监狱中，应该如何与刑事犯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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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一般地说刑事犯比较同情政治犯，也尊重他们。刑事犯虽然犯了罪，但是他们 

大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有的就是因为在社会受到不公正待遇而走上犯罪的道路。 

他们是中国司法制度的受害者，多是被重判。政治犯反对中国现制度，刑事犯同情 

政治犯是自然的。而且，对于有文化的人，刑事犯也比较尊重。 

 

  

 

首先，你不要歧视他们，别把他们视为罪犯，要尊重他们的人格，不居傲、不清 

高，与他们平等相待。这样你就很容易和他们相处。大多刑事犯没受过什么教育， 

身上有许多毛病，比如粗俗、野蛮，对这些你要宽容，别嫌弃。再，监狱中物质贫 

乏，在食品、日用品上多和他们一起享用，他们会觉得你是自己人。还有，你自己 

需要品行端正，刑事犯有不少恶习，但并不是不懂好坏，如果我们做得好，他们会 

尊重。我们对他们要有同情心，为他们做点事，在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帮助他 

们。比如帮助他们联系看病；受了看守欺负，为他们说句话。那次由于我的抗争， 

看守所取消了“坐板”，自此那里的犯人们对我就很尊重。 

 

  

 

李：我听说，你在监狱为犯人们作了许多事情，比如教授数学、逻辑、英语、为犯 

人解决纠纷，很受犯人和监狱管理人员的欢迎。 

 

  

 

杨：我先是给犯人开逻辑课，自己编的教材。因为我看到他们讲不清楚自己的案 

子，不能为自己辩护。以后，我根据犯人们的不同兴趣、文化程度，开了英语、经 

济学，数学、书法等课程。我还带了一个篮球队，教他们打篮球。 

 

  

 

刑事犯大多没什么文化，加上受社会歧视，他们常常变得内心扭曲，比如在一起比 

赛犯罪，如何盗窃、行凶，以此为荣。他们被排斥在正常生活之外，因此也就发展 

人性中不好的东西，如果有另一种环境，他们就会看到人还可以有另一种生活，发 

扬人性中善良、好的一面。我给犯人们开课，是希望通过教育他们改变自己的生 

活。有一阵子，妻子来信说儿子不听话，教育不好。为此我很着急，也很难过。于 

是一位狱友就劝我：“别着急，你会把儿子教育好的。你看，你把我们这些成年人 

都改变了，何况是孩子。”这是几年监狱中，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也有的狱友 

说：“你看着吧，看我们出狱后会怎样做。” 

 

  

 

李：人性都是善恶两面，关键是如何鼓励人性中好的东西，并给以环境和条件。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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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您谈谈：监狱很是摧残人的身体和精神。在监狱中，政治犯如 

何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健康，也保护好自己的心理？您有什么经验？ 

 

  

 

杨：前面已经提到，首先要放平心态，跳出英雄、烈士情结。要想到这是一种生 

活，既来之则安之，你要安排好它，尽量让它正常，丰富、有意义，保持乐观的心 

态。我在监狱学会了吉它，边弹边唱，我还写了一百几十首诗，读了不少书，想了 

不少事。我是基督徒，坚持读《圣经》，每天早晚两次祷告，甚至还传教。 

 

  

 

李：宗教信仰，对保护人的精神、心理健康很重要。 

 

  

 

杨: 太重要了，这是我能保持健康和乐观的原因。政治犯入狱是为了出来继续做事 

的，因此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心健康。在监狱，一是要有乐观的心态，精神好， 

身体才会好；二是尽量保证营养，监狱的伙食比较差，但是犯人可以买些食品。注 

意，买食品要买营养价值高的。比如，有的犯人总是买方便面，但方便面对身体不 

好，而我就用买方便面的钱买奶粉。三是要坚持锻炼，每天要有些运动，因地制 

宜，比如做俯卧撑、仰卧起坐。四是有病一定要去看，坚持要求治疗。监狱是草菅 

人命的地方，有病你不坚持要求治疗，他们是不会管的。 

 

  

 

李：杨先生，非常感谢您！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您的这些经验对以后再坐牢的 

中国不同政见者将很有帮助。人们都说你有三个博士头衔，一个是伯克利大学的数 

学博士；一个是哈佛大学的政治经济学博士；现在您又多了一个就是中国监狱的政 

治犯博士。能同时有这三个博士头衔的人不是很多，这是您独有的经历和荣誉。的 

确，神有他的美意，你将在中国民主运动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我祝贺您！ 

 

  

 

杨：谢谢你！ 

 

  

 

  

 

  

 

2007 年 10 月初  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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